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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我們意識到的時候，我們已經坐在文明的火山口旁。

本書的德文版出版時間是 1986 年。1986 年該年發生在前蘇聯的車諾比核災

和在美國的挑戰者號事故。Ulrich Beck 教授透過他對德國社會和全球風險的觀

察，進而作出《風險社會》本書中的種種判斷，被同一年所發生的巨型意外所呼

應。使得在 1992 年出版本書的英文版序言中，Brian Wynne 和 Scott Lash 兩位教

授讚嘆本書是二戰後少數、非教科書類型（從行文風格上比較像散文）、卻引發

人們廣為注意少數社會科學書籍之一。如今，本書的英文版出版已超過 20 年，

卻仍然對研究者有許多啟發；就像 Beck 採取如 19 世紀思想家的位置來分析當代

問題並超越既存的基礎來思索未來如何可能，今日的研究者仍可藉其著作來擴大

當下的思維並轉向未來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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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書中可以得見，Beck 的目標是在追蹤被冠之為「後」（post，或者可代

之為 late 或 trans）的事物。這裡的「後」，指涉我們正在踏入而逐漸成型、或

甚至仍被當前情況所遮蔽的未來，以及一種我們正在經歷或者目睹、正在過去產

生斷裂的現代性情況。Beck 提醒我們，本書在開拓讀者視野的同時，某些內容

是站在經驗導向、反映主觀的理論（empirically oriented, projective theory），而

缺乏任何研究方法上的防衛措施。無論如何，在本書中陸續可以讀到的經驗事實

（主以德國為例）和預測將會發展出的過程，乃是從工業社會重塑成風險社會的

過渡情況。

風險社會這本書核心著重在關於工業社會的「反身性現代化」(Beck, 1992: 

12)。Beck 雖然探討「後」的情況，但是他其實是藉由風險研究和其論述來改革

現代主義者的計畫。他所探討的反身性現代化可以說是一種對啟蒙計畫的重構與

修補。反身性現代化意謂著對現代化過程的再一次現代化。其目的是為了解決當

前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危機，而非加深當前對制度的不信任與衝突。對於 Beck 而

言，正如「現代化消融 19 世紀的封建社會結構並產生工業社會，今日的現代化

正在瓦解工業社會、而另一個現代性則正在成形中」(Beck, 1992: 10)。不同之處

在於 19 世紀的現代化力圖主宰作為他者的自然，當前的現代化則是自挖牆角；

19 世紀被除魅的是階級與宗教，今日則同樣發生在科學、技術和典型工業社會

中的生活方式。這並非現代性的終結，而是超越工業社會設計的現代性之始。

前者是典型的（classical）現代化，後者則是反身性的（refiexive）現代化 (Beck, 

1992: 10)。

貳、主要內容回顧

在本書中，Beck 的研究核心是有關「工業社會反身性現代化的主導理念」。

全書共分成 3 部分、8 個章節。前兩部分處理的是反身性現代化產物。第一部分

處理的有關風險分配邏輯的論述，並描繪風險社會是什麼樣的事物，試圖重新探

究如何定位當代人類的位置。透過對財富分配的邏輯和馬克思與韋伯的理論對

話，形塑出風險的邏輯、以及因風險而聚集、因認知和文化各自占有立場的人群。

第二部分則是基於個人主義化的論述。由於現代化過程一方面使得社會得以

宰制自然，另一方面也使得對自然的破壞變成社會內部的問題，而不再只是外在

環境的問題。這使得原來在工業社會中主要財富分配為首、風險分配受其宰制的

邏輯，轉成兩者同時競爭並且互不相容的新情況。再者，個人主義化也是反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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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的產物。就如同傳統社會的現代化瓦解 19 世紀的勞動與生活型態，工業

社會的「傳統」─福利國家與勞動市場的一般化、教育和就業關係、家庭與兩

性分工─也被再進一步的現代化所瓦解。第三部分則基於前兩部分，主要處理

在反身性現代化和個人主義化的情況下。以及如何對作為工業社會基石的科學典

範及其視野，以及重塑政治系統及其決策過程。

在本書有幾個關鍵重點，首先是風險分配的邏輯。Beck 從毒物在環境中的

流布開始探討風險。風險分配跟追求「平均值」解答之間，出現置現實情況於不

顧的忽視。這種忽略了年齡、性別、飲食習慣、工作方式、資訊、教育不同，以

及單一產品雖然看似在安全範圍內而無害，卻對生物累積的人體健康可能造成影

響。在此，自然環境的毒物分布成為人們現實的社會危險處境。

而風險處境所需的知識又因其不可見性，而必須再進一步仰賴科學。因這

些危險處境越來越難以感知來接收，又或者可能發生在下一代身上。然而，現代

化風險會同時呈現特定地域性及非特定普遍性，而科學的預設並無法掌握不確定

和暫時的災害路徑。在這種情況下，科學一邊調查風險的內涵，其過程是建立在

假設上，而以機率作為可能性的框架行動。當科學條件被設置在極苛刻的情況

下，其對安全的假定使得事實上的意外反而像是真正的意外。因其根本不在計算

的公式之內。因此科學理性沒有社會理性是空的，社會理性沒有科學理性是瞎的 

(Beck, 1992: 30)。

風險的因果關聯性本身就是諸多個別條件彼此互相糾纏之間的複雜集合。試

圖找出個別原因和責任，反而可能形成普遍不負責任的共犯結構。風險是現今不

存在、但導致今日行動的原因。風險社會因此是一個面向未來的社會。而風險因

其作為潛在副作用，而獲得影響我們當下的決策之合法性。但進一步質問，到底

是越來越多的風險，還是越來越尖銳的風險感受？

Beck 認為政府的行動在污染排放的設置上，只是為風險進行粉飾而非預防。

所以，自風險誕生的是科學工業和政治，透過破壞既有的政治和科學之信任得

利。這裡更誕生了理性間的競爭。自然科學雖然輕視大眾的恐慌，但仍在長期的

過程中，失去一部分的權力到民主的過程中。他認為人們也應該認識到經濟風險

的盲目性，以及邊際值的欺騙效果。

第二個重點是 Beck 過去對制度的研究和它與風險社會觀點之相結合，他認

為應該要有新的理論與範疇來支持我們的當代研究。兩者連結之處在於被重新拋

擲到制度化市場中的個人主義化過程。Beck 在論證這點時，再度與 19 世紀的觀

察者馬克思和韋伯對話。他認為戰後德國所發展的社會結構已經不再能以階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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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視之。他進一步指出風險社會並非階級社會，風險處境也不應當被理解為階

級處境，風險衝突也不能被視為階級衝突；現代化風險 (Beck, 1992: 36)，因為風

險並不分階級降臨。

在馬克思的觀察中，是貧困化和勞動異化的共同經驗消除個人主義，才能促

成階級形成。但在 Beck 的看法裡，今天的個人不再被融合到階級團體之中，而

是在福利國家的工資勞動中個人化。他也指出以韋伯的社會階層概念─以市場

為中介，使得地位轉為階級的框架來看德國，自 1950 年代以降已隨著教育擴張、

大量失業等情況而不能適用 (Beck, 1992: 96-97)。

傳統的階級與階層已然消逝，取而代之的一個已經日趨自我選擇而個人主義

化、但又不自主的社會；兩性分工正在重新磨合，並且與新家庭型態和職場生活

一同進行。個人在此被福利國家的制度所標準化與納入治理的單位中，但個人的

命運卻被重新拋擲到市場競爭中。傳統上的教育文憑和職業取得之間的聯繫變得

淡薄，為此也使得工業社會中的職業與家庭生活間的穩定性變得搖搖欲墜。教育

和就業間的市場關係之斷鏈，形成某種程度的個人境遇之再封建化。在這個過程

中，風險與決策變成每個人的個體經驗，而不再是以階級和階層的形式出現。

由於生活型態的改變，個人主義化、大量失業與新貧窮等「當時的」新現象

（如今已經變成我們正試圖習慣，但又試著要掙脫的枷鎖），促使傳統理論必須

要轉向新的理論，因為現實環境已來到一個新的水準。但 Beck 並沒有為我們提

出最終的解答，而是指出未來的衝突將會越發多元；衝突將能打破既有結構化的

意識型態與聯盟形式，並依情境和參與者的訴求主題而有別。

事實上，風險社會一書提供的是一套座標系統，一套對當代工業社會進行反

思的定位方式。透過在德國經驗的數據，以及當時流行的論述和過去的社會狀態

進行比對，發現了人類在實際生活與感知上的位移。這種位移對貝克教授而言，

就是從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轉向風險社會，也是從財富分配的邏輯轉向風險分配的

邏輯。同時也是從維繫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小家庭、兩性分工和職業生活位移

到個人主義化的新生活型態。最終，在反身性現代化的標題下，如何超越啟蒙科

學的信念，並拓展既有科學典範的視野。另一方面，則是對治理的政治過程提出

批判，並指出政治的去邊界化現象，以及質問科技與政治的兩難。

Beck 挑戰科學實證邏輯的計算，質疑其是否能確切地表達出當代社會中的

境況。這種質疑廣布在全書對於統計平均值、管制標準的建立和邊際值的探討

中。這實際上說明當代科學理性壟斷對於事實的說明、也就是論述的權力，這是

必須要被再一次透過民主的過程為之解放。正如 Wynne 和 Lash 在引言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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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知識所打造的風險系統理想模型，與實際的應用環境、設備和知識之間

的巨大落差。而需要透過反身的學習過程（refiexive learning process）來與各種

知識、次文化和認同進行協商磨合。但這個解放過程所需的卻毫無疑問是更多的

科學必須要進入，並且迫使科學反身性不斷地累積，最終達成一種不斷學習的狀

態，而非全盤推翻科學。Beck 認識到社會變遷其實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參、反身性現代化與東亞社會

關於社會變遷過程，Giddens 同樣地在大約的時間點上捕捉到這一鉅

變。Giddens 在大約同期的作品如《現代性的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1990）和《現代性和自我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1991）

等書中，展現出對反身性的另一種剖析，對於個體的自我創造和生命敘事，以

及對符號標誌和專家系統的信賴承諾與風險。在 Giddens 的眼中，人們進入到高

度的或者晚期的現代性之中，而非進入後現代之中。對 Beck 和 Giddens 而言，

社會都經過前工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簡單現代化」（simple modernization）

以及工業社會再現代化－反身現代化（refiexive modernization）此二過程 (Beck, 

1994; Giddens 1994)。

而 Giddens 進一步闡述現代性特徵的時空分離（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必須仰賴抽象系統（abstract system）加以穩固。人們透過信賴符號標誌

（symbolic tokens）和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這兩套抽象系統來重組和調度時

空，而這兩套系統需要信任（trust）才能得以運作 (Giddens, 1990: 351-417)。換

言之，人們必須對現代生活中的抽象系統加以信任─即使他們並不完全瞭解系

統的運作─才能夠繼續藉助這套系統來簡化其生活。

但相對於 Giddens 樂觀地透過知識來反省，以改善專家系統所提供的知識技

能，以 Beck 的觀點，此處的反省是一種反作用力、副作用。風險的具體性在於

難以控制、無法計算、無法賠償、沒有極限，這些無法純粹以知識加以預測和控

制的後果成為現代社會／社會變遷的推動力，是一個現代性與其自身自我對質

的局面；定義以及處理這些風險成為風險社會的核心議題。換言之，由現代性

的發展轉向反身性的過程，Giddens 的概念是對系統現況的反思、讓它更加完善

（better）；而 Beck 則是透過現代性的副作用來面對現代性，要從其體系的根部

重新挖掘、檢視。

Lash 則認為 Beck 和 Giddens 的行動者過於自我（ego）且偏重於認知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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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反身性對應於個別社會對現代性的願景 (Lash, 1994; Lash & Urry, 1994)。Lash

認為 Beck 和 Giddens 所討論的反身性是在認知上的反身性、以對風險的認知來

衡量，美學的反身性則是以不安全感（insecurity）為衡量。另一方面，Wynne 和

Dressel 同樣認為 Beck 過度偏重認知面；在分析英國和歐盟處理 BSE 爭議時，進

一步認為 Beck 將「無知」（non-knowledge）1 概念化深具啟發性，但是其分類：

「知識的選擇性觀點和仲裁」、「知識不確定性」、「犯錯與錯誤的可能性」、

「無能力知道」與「無意願知道」等 5 種模式卻不能夠完全解釋國際或國內的風

險治理 (Wynne & Dressel, 2001: 127-129)。

Wynne 和 Dressel 進一步認為 Beck 的認知面分析無法明確區分：明確知識

（explicit knowledge），作為論理的（工具性的）工具以及社會行動者（也可能

缺乏知識）審慎反思中所可呈現之對象；具體知識（embodied knowledge），被

視為理所當然的實踐的一部分、往往是整個社會運作的一部分，但沒有或是無法

被其行動主體所反思或明確表達。

由於社會與文化的偶然性（contingency）可能導致不同的知識與知識構造

（framings）；因此，Wynne 和 Dressel 為了捕捉無知的概念，便使用虛擬知識

（virtual knowledge）來稱之；這是一種既定社會團體的實際承諾和習慣所建立

起的、暗含在的知識或信念。舉例而言，如果飼牛業者添加動物遺骸到飼料之中，

他們便暗含著以下正面的信念：若非認為動物飼料不會造成感染，便是即使會造

成感染，也不會再感染到其它物種如食用的消費者。Wynne 和 Dressel 進一步將

無知經過文化概念化為「邊界知識」（borderline knowledge），無知（ignorance）

則是知識的具體元素 (Wynne & Dressel, 2001: 129)，他們認為創建知識條件的過

程也正是創造人類自我、道德承諾和文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無可避免地是選擇

性且有限制的認知過程；在此一文化過程中，為使任何的知識一致性與結構性有

所發展而內生的保證，導致同時也產生出無知、知識排除與「缺乏意義」（lack 

of meaning）；換言之，知識和無知共同受到其國家和／或文化脈絡的形塑（同

上引）。

面對這些探討，Beck 在本書中處理人類科學與知識不確定性時，認為風險

無疑是一種現代的科技產物，而且必須透過科學的知識來理解。但他也在其指出

1 風險社會的核心中軸是知識與知，無知的概念引自 Beck (1996) 在討論人類的「不知道」（nicht-
wissen）之動態狀態，英文除了 non-knowledge以外，也同時有 ignorance之翻譯；由於其關鍵
在於「為何無知」的動態狀態，因此才會有「知識的選擇性觀點和仲裁」、「知識不確定性」、「犯
錯與錯誤的可能性」、「無能力知道」與「無意願知道」等不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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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謂著意識（知識）如今決定存在，是知識為社會帶來超載的災難，但也是知

識在為社會系統鑲上那關鍵的保險絲。在其後的《世界風險社會》一書中，他也

承認風險還是關於習慣與文化；是文化的認識與定義形成了風險 (Beck, 1999)。

不僅如此，不同文化和社會所面臨的風險問題及感知重心也因此將有所不

同。Beck 從德國和全球的社會現實中抽象化而得的風險社會概念，適合諸多研

究者作為觀察的啟發和起點，但仍尚待深化。2010 年的英國社會學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的風險社會專刊，來自不同國家與文化的作者也從經驗上

顯示不同社會的觀注重點與發展情況的不同，使得風險社會的概念始終是保持多

元而非單一樣態的。

如南韓學者進一步認為第二現代和反身性現代化，如同全球趨勢，影響

東亞極深如同西方一般。Chang (2010) 使用「壓縮的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來形容追趕型社會所面臨的急遽擠壓所帶來的後果；因為追趕式發展

而以無預期的後果形式產生、威脅生命的風險與危險，大眾挫折且醒悟的認識在

東亞非常高。周桂田認為這種短時間內的現代化發展缺乏自主建立的基礎，「產

生了擠壓、快速模仿西方社會的變異結果」，使在地社會發展出特殊的「現代」

經驗；可能在某些面向有較強的規範力道，有些面向又純粹是形式制度而無實質

內涵（周桂田，2003）。

這是因為後進國家因為後殖民社會的歷史結構性因素，使其持續在制度和意

識型態上受西方支配，從而導致不斷追趕和模仿西方工業社會模型。在以西方視

野和範疇來看待在地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反使在地制度的建構始終不夠健全，也

難以警覺其社會自主和傳統文化的消逝。這是因為在地社會缺乏引入之制度、科

技和思想進行反思與批判基礎的哲學，也因為歷史發展的原因而未能有成熟的公

民監督與批判力量。然而，這些深層的原因同樣被主流的西方論述所遮掩，從而

掩蓋「多元地區風險發展的事實與問題」（周桂田，2003）。

肆、與社會學對話

另一方面，本書的一個問題在於為了主觀突顯風險社會的邏輯以及當前的各

種高不確定性問題對人類的衝擊性，以致於給予讀者一種對傳統社會學問題不哪

麼重要的傾向。雖然 Beck 的質疑是有意義的：為什麼在傳統社會裡面，分析的

範疇是職業、性別、階級、收入……等；到了工業社會，分析的範疇仍是這些；

再到未來的社會，分析的範疇仍然沒有變過。Beck 對於社會研究工具和分類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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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批判是有力的，社會學的反思也有價值，但仍須進一步將其散文般的論述再

聚焦。

比方說風險分配。Beck 認為現代化系統性的副作用導致「風險的社會生產」

伴隨著「財富的社會生產」而來 (Beck, 1992)。同一性的、在災難中被製造出來

的風險劇烈性，排除風險分為不同層級的可能性，並且使 Beck 可以總結到「私

人逃生通道」將被關閉，將我們全部描寫為藉由「反身性現代化」 (Beck, 1992) 

而臣服在災難形式的風險之下。

階級處境與風險處境之間的關係可以透過 Beck 對於「擁有與沒有」和「不

受波及與受波及」之關係來修正其判斷；世界中仍然存有特定的一群人、一些國

家因為「擁有」較多保護自己的能力而較「不受波及」；同時也有一群人、一些

國家因為「沒有」保護機制而「受波及」。風險雖然是不分階級地分配於所有人，

但是其造成的危害卻是有差別的。

非常重要的是，這種社會建構的惡的分配將不僅受階級因素影響，也受其

它社會結構而成的弱勢因素，如性別和種族影響 (Adger, 2006; Cutter, Boruff, & 

Shirley, 2003)。鑑於在許多案例中，弱勢者如非裔美人，占據較高比例且脆弱的

位置，也由於他們較低的社會經濟狀態，這些不同的惡的分配之分層化邏輯，可

能對這些脆弱的人群進一步放大種族與階級的效果。

來自對食物、水、土地或者是空氣危害最初的風險分配可能恰是 Beck 平等

主義分配模型，因為其極端的不確定性和危害本質的不可預測性。然而，正如前

所述，某些並非因階級而建構的風險存有，不會因此降低風險的階級命題之適切

性，相反的，還可能因此強化了它的適切性 (Curran, 2013b)。

這是因為，雖然最初的風險分配可能是平等的；但當個體們逐漸認知到這些

不同的風險之效應以及其相對的分布，那麼能逃離毒害和風險源頭的能力，將會

因為那些可以輕易取得未受污染的食物來源或土地之寡占者，以及那些能在這些

「私人逃生通道」上開高價的人，還有只能勉強度日的人之間就也會有巨大的區

別，不管這些風險是以何種形式具體出現 (Curran, 2013a)。

事實上，非特定普遍性的、彌漫在我們生活中的那種風險特質，只有在特定

地域內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等脈絡進行連結與探討，才能展現真實世界當前與未

來對於風險議題的把握。因此，傳統的社會學問題如階級、財富與知識都將以雙

重的風險─非特定普遍性與特定地域性的─作為思辨的共同主軸；階級社會

對於資源的分配、財富分配的邏輯與風險抵抗的能力，以及掌握無形風險的知識

等問題在風險的雙重性格上展現了個別在地社會的風險能耐。而 Beck 所論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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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不平等因此也可以如此思考：是個別社會的在地脈絡及其能耐，促成在非特定

普遍性的風險中之不平等，風險的分配與財富、科技和知識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因

果關係，但是後三者的綜合（synthesis）卻緊密地影響對抗風險的能耐，以及同

樣的風險在個別社會中作用的力道。

無論如何，《風險社會》一書如同一本預言書，Beck 預見到今天人們仍然將

具不確定性的事物、也就是社會變遷、歸於政治系統治理的工作；即使其實社會

變遷與政治系統的關係脫勾，而更多是個別的科學、經濟和社會決策所產生的。

他同時也預見到在風險社會之中，將有越來越多的浮動選民，使得傳統政黨

的鐵票或票倉難以為繼。更多情況是政黨必須要一直推出吸引民眾的特點。這也

和政治權利的長期深化所導致的政府權力之折損有著同樣的趨勢，並且彼此影響。

還有民主的君主政體這一矛盾情形。

藉由此書以及這近 30 年來的風險社會學發展，雖然有越來越多的專家、知

識體系統和價值加入這場風險論述的大戰之中，導致身處其中略感混亂。而本

書所指出的許多發展方向和未成形之物，有些已經顯現出來、有些則否。但誠

如 Beck 所言，當一個社會愈少公開的認知到風險，則將產生愈多的風險 (Beck, 

1999: 144)。藉由本書，研究者仍然能夠自 Beck 最核心的觀點和捕捉未來發展輪

廓的方式裡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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